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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威宁龙街镇大寨村当地大花苗服饰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变迁的表现形式，最终目的在

于分析其服饰文化变迁背后隐藏的原因。从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涵化这两条研究路径出发，结合田野

调查资料与文献记载分别论证与这两个研究角度相关的理论。结论认为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涵化，或

者说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服饰文化的变迁。此外，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

涵化之间没有一条严格的界线，二者相互联系与补充，在分析文化变迁的原因方面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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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anges of 
the Dahua Miao’s costume culture in Dazhai Village, Longjie Town, Weining Country, with the aim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09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093
http://www.hanspub.org


余梦颖 

 

 

DOI: 10.12677/ass.2022.113093 642 社会科学前沿 
 

of analyzing the hidden reasons behind the changes of the costume culture. From the two research 
paths of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acculturation,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these two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argued in combination with field research data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respectively. It is concluded that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acculturation, 
o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led to the change of 
local costume culture. Moreover, there is no strict line between cultur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diffusion or acculturation, and the two are inter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and whichever is in-
dispensable in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cultur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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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易变性是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因此文化变迁从来便是民族学学科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主题。文化

变迁具体指“一个民族的内部发展或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

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1]。从这一定义出发，从事文化变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有关文化

进化的研究，二是文化传播与涵化的研究[2]。 
服饰最早是人类基于防寒保暖、遮羞等实用性目的产生的发明。随着人类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

文化环境的改变，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服装形制、面料，还是精神层次上服饰所体现出的族群心理与性格、

所发挥的功能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迁。服饰变迁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时代背景与所处环境的改变，也是

人们需求的改变，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之上。因此，有关服饰文化变迁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威宁县龙街镇大寨村当地的大花苗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即与他们服饰文化的变

迁有关。过去，多数学者将苗族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服饰的变迁，较少梳理某一支系服饰的演变历程并

分析其内在原因。但苗族不同支系之间服饰文化有很大差异，不同支系的服饰在历史上发展和变化的程

度也不尽相同。对苗族服饰进行概论会导致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同时会忽略不同支系服饰自身的特点。

因此，本文将威宁县龙街镇大寨村当地苗族作为大花苗这一支系的代表进行个案研究，以通过参与观察、

访谈等方法得到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参考相关文献，简要叙述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与表现

形式，并结合民族学学科不同流派的相关理论对当地服饰文化的变迁原因进行分析。 

2. 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变迁 

2.1. 人文地理情况 

威宁全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龙街镇位于县城西北部

61 公里，境内平均海拔 2100 米，属夏秋湿润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经济结构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

主，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部分种植荞麦、大豆、红豆等作物，也种植烤烟、花生等经济作物。畜牧

业在当地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比例，以饲养猪、牛、羊为主。镇上居住着汉族、苗族、彝族、回族、布

依族等民族。截至 2010 年底，全镇共 12,261 户、44,502 人，其中苗族 3466 户、12,673 人，占全镇总人

口的 28.5%，为当地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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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街镇辖区内的苗族属大花苗一支，主要居住在大寨、新水、银泉等村。其中大寨村居住着 500 多

户苗族居民，共有坪子、大寨、中寨、小寨、斗卡、黑石街、石湾子、苏丫卡 8 组，截至 2017 年 5 月 5
日统计数据显示，全村共有人口 2737 人，其中苗族 2043 人，约占总人口的 74.6%。除去黑石街、石湾

子两个组彝族人口占多数外，其余 6 组均以苗族为主。因此，此次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寨村的坪子、

大寨、中寨、小寨等组。 

2.2. 当地苗族简介 

苗族内部支系众多，命名不同支系的方法多样，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按照不同支系服饰自身的特点进

行命名，如黑苗、白苗、花苗等等。“大花苗”为花苗支系下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滇黔边境，西南

至云南省武定县，东达贵州省安顺、织金县，北抵金沙江沿岸，分布较广，以乌蒙山麓为中心。其迁入

威宁时间较早，最迟当在宋以前，多沿乌江北源自东向西入乌蒙山麓一线[4]。其名称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说法：一是汉人见其衣式古雅、颇具古风而称其大花苗，二是该支苗旧时曾为众苗之首故称为大花苗，

三是因大花苗者衣饰之花纹粗大得名[5]。 

2.3. 大花苗传统服饰面貌 

就苗族服饰的具体形制而言，主要包括交襟装、贯首装和大襟装三类。现今的大花苗服饰当属由交

襟装演化而来的对襟披肩背牌裙装式。此类形制主要分布于黔西北的毕节、威宁与滇东北的昭通、永善

等地区[6]。 
服装方面，当地大花苗的女性传统装束一般为上穿白色麻布无领对襟短衣，外披半开领披肩，下着

白底蓝纹蜡染百褶裙。披肩大而厚，以白麻布为底，上有用羊毛线织成的红黑相间的几何形花纹，因而

也被他们称为“花衣服”。花衣两肩处缝有花袖臂，袖端接白麻布，其上有蜡染、刺绣花纹。披肩后缝

上一块绣有几何图案的方形背牌，背牌下方坠 4 根长带，其末端挂有线球、铜钱等装饰物，长至脚跟。 
男性传统服装与女性类似。上穿对襟无扣麻布长衫，长衫前短后长，达小腿处，前后分离，便于行

走。外束用白色麻布或麻绳制的腰带。长衫可与花披肩相连，披肩形制与女装相同，在两肩接上花袖臂，

衣袖肥大，袖口有蜡染花纹。下着宽大的麻布短裤，长度多齐膝盖。 
无论男女皆穿草鞋、麻布鞋，或直接打赤脚。冬天戴羊毛毡帽，披羊毛披毡。女性一年四季皆着百

褶裙，裙内不穿裤子，只在天冷时加上绑腿。绑腿主要有两种，一种为黑底镶白布条，女性在寒冷时将

其缠绕数层于小腿上保暖。另一种由羊毛制成，当地人称为“毡袜”，男女皆可穿戴。 
发式及配饰方面，女性的发式根据人生阶段的不同有所差别。少女额前留刘海，用线拴于头上将刘

海压住，头后绾发髻。妇女最早在头顶梳锥形发髻，后逐渐简化为在头顶随意盘发，不插发梳，年老女

性会裹上头巾保暖。男性多留长辫并将其盘起，成年男性头裹白色头巾。男女皆戴耳环，耳环多为红铜

或白铜所制，少见银饰。 

2.4. 大花苗服饰的变迁历程 

苗族服饰文化自其产生起便在不断改变，但不同时间阶段变化的程度不同，其中尤其以近代以来最

为明显。当地苗族的服饰文化其变迁历程有几个显著的时间节点，分别是迁徙至当地以后、基督教的传

入、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下文将简要叙述不同阶段当地苗族服饰文化的改变。 
首先是大花苗这一支系在迁徙至当地以后其服饰产生的变化。上文提到，大花苗迁入威宁时间较早，

最迟在宋以前便已迁入当地。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

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7]。此外，《淮南子》中记载“三苗髻首”[8]，“髻首”即用麻束发。可

知苗族先民制作服饰的主要原料为树皮、麻，并喜穿色彩斑斓的衣服，善于利用各种草本植物进行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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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苗族不同支系历史上有多次迁徙历程，在迁徙的过程中，不同支系的苗族为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

势必对自身服饰做出一定改进。威宁县地处云贵高原，坐落于乌蒙山区之上，平均海拔两千米左右，可

知当地气候温差较大，冬季寒冷。因此，为防寒保暖，当地苗族在麻的基础上，加入羊毛作为原料制作

披肩，这种披肩也成为大花苗支系区别于其他支系苗族的特征之一。由此可知，大花苗迁徙至当地以后，

受当地地理环境与气候影响，发展畜牧业并利用羊毛制作服饰，这是此阶段大花苗服饰的一个重要变化。 
此后，当地苗族应一直保持着这一基本的服装形制，对服饰的改动较小。例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

赴中国西南各地对苗族进行考察，根据他其后出版的著作《苗族调查报告》一书的内容，在述及青、黑、

花、白诸苗之女子服饰时，“均尚存古风”，与清代文献所记的“仍习旧俗”几乎没有区别。男子服装

虽逐渐汉化，但“固有之风”仍可见到[9]。 
又因当地苗族居住于与外界交流不便的偏远山区，故直到 20 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以前，他们的传统

服饰应该都得到了较好地传承与保护。威宁苗族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安顺接受内地会的传播，翌年又在昭

通接受循道公会的传播[10]。自基督教在威宁地区广泛传播以后，为满足传教的需要，许多传教士便以基

督教教义为准则对当地苗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进行改造[11]。基督教传入龙街地区的时间也较早，至

少从 20 世纪初期起，当地就有了基督教堂和教会小学[12]。基督教的传入是导致当地大花苗服饰发生较

大改变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变化是花袖臂的省去。花衣的制作工艺繁琐，且人们只在干农

活之外的空闲时间制作，因此制作一件花衣通常需要至少半年左右的时间。其中花袖臂的制作方法尤为

复杂，增添了制作花衣的难度与所要耗费的时间。基督教传入后，信教者为了缩短制作花衣所需的时间

与流程，便省去了花袖臂，以简化制作工艺。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必要的生产劳动时间之外抽出更

多精力从事宗教活动。其后，不信教者受其影响也逐渐不再制作花袖臂，因此现在的花衣基本为无袖。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苗族的服饰开始呈献出一种崭新面貌，人们的日常着装逐渐改变。初期，无论

男女仍多穿麻布衣。但女性开始在裙内套上裤子，以前无袖的麻布短衣、长衫开始加上长袖。人们根据

自己的喜好与审美对传统的花披肩进行改良，制作出没有背牌连接的宽大披肩。男性则一律剪短发，平

时不再包裹白色头巾。 
改革开放亦是当地苗族服饰变迁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大量的现代生活用品涌入当地社会，人们渐

渐脱下了传统的麻布衣，穿戴上现代服饰。除去个别年老女性在平日还会穿裙子外，大部分女性已不

再穿着传统的百褶裙。男性的日常着装则完全现代化。人们现今只在节庆、婚礼等重要场合穿花衣。

但多数人家里保存的花衣均为新式的，传统的自纺自织的花衣与百褶裙大多已经以低至几块钱一斤的

价格卖出。 
可以看出，当地苗族的服饰文化已发生巨大改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制作工艺、样式与功能等方

面。传统苗族服饰“自纺、自织、自染”的制作方式以及织花、蜡染、刺绣等制作手法已被直接购买化

纤布制作服装代替。传统上衣以古朴、多花纹为特色，其衣袖长且宽大，颇具古风。花纹多为红黑色调

为主的几何形挑花图案。女性百褶裙饰有蜡染花纹，多在裙边印有锯齿状图案，裙身绣有多列彩色布条。

而新式苗装在款式、花纹、颜色搭配等方面相较传统服饰皆有不同。商店所售制衣原料的颜色、花纹多

样，人们具有更多选择，不再仅限于过去的红黑色调或几何花纹。但由于这些布料均为机器制作，所以

在新式服装上不再能看到蜡染等传统工艺。此外，传统服饰能够凸显当地人的民族身份，成为识别大花

苗这一支系的鲜明标志。同时还担负着承担历史记忆、延续古老传说、交流情感等功能，但这些功能均

因被人们忽视、淡忘而有所弱化。现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改良后的苗族服饰均开始在当地人的生活中

扮演不同于以往的角色，其审美功能、经济功能以及收藏价值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从而走向“工具化”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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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的原因分析 

通过简要介绍龙街镇大寨村大花苗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与表现形式，可以大致了解导致当地苗族服

饰文化发生改变的原因：迁徙的历史、与外界其他文化的接触、国家政权的介入等等，这些因素均对服

饰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上文指出，研究文化变迁现象的两条主要路径分别是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

因此，导致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有很多，但它们最终都可以被纳入这两个大类之中。 

3.1. 文化进化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理论以及由此衍发出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对包括人类学

在内的社会科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此后与文化进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文化进化理论将文

化视为整体，注重研究文化系统有组织的变迁[2]。最早有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关注历史上的文化

变迁，试图建立能够解释世间一切文化发展的通则，认为所有文化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

中期兴起的新进化论学派则提出了新的有关文化变迁的见解。如怀特提出的文化发展的“能量理论”以

及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理论”，前者主张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推进的对能量利用效率的提升决定

了文化的进步，后者的核心论点在于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借助这两种论点均能对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的

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是怀特关于技术进步推动文化发生变迁的论点，他将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分

别为依靠自身能源即自身体力的阶段、通过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资

源的阶段、通过动力革命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的阶段以及核能阶段[13]。已知苗族

先民在处于原始社会时，由于只能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因此只能利用树叶、草葛、兽皮等来源于动植

物的材料遮挡躯体。但随着文明的出现，苗族先民逐渐掌握了种植与蓄养家畜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均可

为他们制作服饰提供新的资源。同时，纺织技术的发明使得他们能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制作出更加舒

适或符合自身审美的服饰。因此，苗族先民从只能依靠自身体力的阶段向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的第二阶

段转化，使其服饰文化发生了质的改变。大花苗作为苗族支系之一，他们在迁入威宁以前，应同样经历

过这种阶段的过渡。 
当他们于唐宋以前迁入威宁之后，其服饰文化的改变则可通过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说进行解

释。文化生态的概念强调生态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决定作用，采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文化变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分析以一项技术开发一个特定地

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何种程度[14]。 
在大花苗迁入威宁以后，当地的高海拔环境使得他们在种植农作物之外还可以发展一定规模的畜牧

业。一种技术是否有价值，需要看社会文化层次及环境的潜力[15]。当地的地理环境允许发展畜牧业，因

而与畜牧相关的生产技术自然会被采纳。根据调查，大寨村当地村民现在也基本圈养有牛、羊等牲畜。

过去对动物的驯养一方面可以满足自身食肉的需求，另一方面则为服装的制作提供了新的原料。再加上

当地海拔较高，平均气温低，温差较大，冬季严寒。因此，过去用麻制作的服饰已无法满足当地人保暖

的需求。人们需要制作出保暖功效更好的衣服，以羊毛和麻为原料制作而成的花衣、羊毛毡帽与披肩等

服饰便应运而生。 
为了生产制衣原料，每家每户均要留出专门的田地种麻。此外，由于制作花衣的程序繁琐，且人们

只能利用农闲时间做衣服，因此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这也要求最好有专门的人员来为家庭中的所有成

员制衣。基于生产劳动方面的基本性别分工，当地的苗族女性承担起了为家庭成员制衣的责任。因此，

女性从小便要学习制衣技术，技艺的好坏甚至成为了男性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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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独具本支系特色的服饰以及相关的制衣技术在开始是基于人们的生活需求而代代相传，但最终

也在历代传承中成为识别大花苗这一支系的一个符号。无论是衣服上的花纹还是形制，都承载了当地人

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与族群情感。因此，在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服饰成为了当地苗族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当地男子在日常生活中除穿对襟短衣外，还普遍多穿长衫，因为长衫相较于短衣而言保暖功

效更好。苗族不同支系女性均穿百褶裙，但因不同支系所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其百褶裙的长短也不尽

相同。就当地的大花苗而言，因地处高原地区，当地女性普遍穿着中长裙。通过以上叙述可知，一个族

群的文化在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其所处位置的生态环境对其的确有着重大影响。 

3.2. 文化传播与涵化 

文化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其中传播或借用是创新最普遍的形式[16]。因此，传播也是文化变

迁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进化论学派之后的传播学派就将理论建立在大规模的借用之上，认为文化由一个

或几个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 
涵化则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等人曾指出“当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人的群体间

进行直接的接触、继而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涵化”[17]。例如有学者认为黔

西北地区的苗族受彝族影响较大，因为他们与古代水西彝族杂居。他们的服饰都增加了披肩，这明显是

受畜牧民族和当地气候的影响[18]。因此，在苗族迁徙至黔西北地区并受到当地民族彝族影响后，其文化

发生了变迁，这就是一种涵化现象。 
由文化传播或涵化引起的大花苗服饰文化变迁主要始于近代时期。过去出于交通不便、地理环境相

对封闭、与外界联系少等原因，苗族不同支系的服饰往往自成一格，不同支系的传统服饰面貌得以较好

地保存下去。但随着王朝势力的逐渐渗入，当地大花苗的传统服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例如传统披

肩背后的背牌都会垂吊有一定的装饰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铜钱。虽然不能确定垂吊铜钱的行为开始

于何时，但它能很好地体现出当地苗族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后来货币交换的转变。而货币交换也能从侧

面体现出当地苗族与外界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服饰的影响。 
其后，随着近代西方宗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大花苗的服饰文化进一步改变。由于长期依附于彝族生

存，当地苗族处于一个“失去平衡”的系统之中。他们是在现有财产分配格局中不能获得利益同时又遭

受剥削的集团，而这样的集团都倾向于发起和支持变迁[19]。20 世纪初期基督教的传入为当地苗族提供

了一个变迁的机会，对基督教的接受是他们缓解自身苦难、寻求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尝试。根据文献记

载，苗族过去受欺凌而无人过问，基于传教目的的传教士却为苗族说话办事，使苗族视之为神[20]。大量

苗族群众的信教影响到苗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苗族的传统服饰。就当地大花苗而言，信教者对他们

的传统服饰进行了简化，其后不信教者也纷纷效仿，导致传统服饰的形制发生改变。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地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围。此后国家下达的各种政令、发起的各项运动，

均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当地社区也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结构之中。例如文革期间，受“破

除四旧”的口号影响，当地苗族女性大多不再戴一些繁复的首饰，一些传统的苗族服饰也受到毁坏。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传统文化更是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红利，一方面当

地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

交通的便利使当地社区与外界的接触增多，由此产生的观念上的改变使当地的传统服饰文化产生不可逆

的衰退。人们对于一个文化特质的接受一般会视其效用、意义等因素而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

在市集上能购买到款式丰富多样、价格便宜的服装，这满足人们省时省力的要求。同时，制衣技术的提

高与机器的出现改变了苗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制作传统服饰的模式，大量制作苗族服饰的工厂如雨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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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般出现，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手工制作。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也使得当地人受到涵化，

变得更易于接受现代服饰而抛弃本民族传统服饰。 
虽然大寨村当地的苗族社会距离都市遥远，但每年均有大量人口离开乡村前往中国各大城市打工。

当个体受到群体压力时，往往会慑于社会的排斥和惩罚而不得不遵守已有的民俗和规则，这被称为社会

压力[21]。人们常将其视作阻碍文化变迁的原因，但对身处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这更是促使

文化产生改变的动力。对于当地每年前往外地打工的大量青壮年人口来说，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外面的

社会，更好地工作生活，普遍不愿让别人知晓自己的苗族身份。由于怕受到其他民族轻视，在村里还会

盘头的妇女一旦外出打工便会改变发式，不再说苗语，更不会穿上本民族服饰。因此，外出打工的这些

苗族青年在都市生活时所受到的涵化以及返乡后为当地引进的新观念，甚至是针对下一代教育的理念上

的变化，均会让当地的传统服饰文化发生改变。 
与外界接触的增加以及社会的进步均加速了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且随着当地教育的发展，这些观念

在下一代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巩固。在过去，是否会做衣服，以及制作手艺的好坏均成为他人评价苗

族女性是否贤良的重要标准。因此，到了适婚年龄的男性青年在以恋爱社交为目的的节日集会中以此为

标识寻找自己的理想对象。现在，人们不用自己做衣服，因此不会再苛求女性必须会这门手艺，人们对

女性的宽容度随之上升。根据调查，现今当地的年轻女性多数既不会做传统服饰，也不会做新式花衣。 
此外，当一种新的文化特质被引进时，人们不会再认为旧的是好的，相反，他们往往认为只要是旧

的就一定是坏的[22]。因此，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当地人对传统服饰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部分人认

为传统服装穿起来并不好看，一些中老年人对传统服饰也持有一种否定态度，在他们的认知中，这在某

种程度上象征着过去落后的生活。 
在不断遭受外界冲击的过程中，当地从一个传统的苗族社区向发生了变化的苗族社区转变，最终成

为一个现代化了的苗族社区，与汉人社区的差异不断缩小。最终出现了仅从外观来看并不能判断当地社

区究竟是一个汉族社区还是一个苗族社区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外来文化对当地的冲击也离不开当

地人自身发展经济的意愿。且冲击当地传统文化的是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化，而不能将其称为汉文化，因

为传统的汉族文化也早已在现代化趋势中发生改变。 

3.3. 二者间的联系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分别是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两条路径，不同理论流派

的学者都倾向于站在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对立的界

限，至少在分析某种文化变迁的原因方面，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联系与补充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

面都将不能全面地分析文化产生变迁的原因。 
例如怀特的进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体系，也就是说文化的

进化是独立完成的。同时他主张技术的发展是整个文化进化的基础，因而技术也应该是独立发明出来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能独立地发明出某种技术，因为不同群体文化发展的进程或阶段是不同的。假设

一个社会还没有能力独立发明某种技术，但它在这一情形下接触到了比自身更先进、并已发明更多技术

的社会，那么前者往往很难不从后者引进新技术。技术的提高可以依靠群体内部的创新，但同时也有赖

于与外界的接触。因此，怀特的进化理论的不足在于他把不同社会假想为了完全孤立的隔绝体。实际上，

文化的变迁不会只依靠其自身的进化，文化传播与涵化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是在不同时间

阶段二者的偏向不同，这也表明文化进化与文化传播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总的来说，当地苗族自身的不断发展及其迁徙后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促成了其服饰文化的改变。

除服饰文化以外，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艺术形式、族群意识、价值观念等均会发生一定变化。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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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也会进一步体现在服饰之上，因为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服饰是承载着他们历史与文化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早期服饰文化的改变主要在其群体内部进行，且这种变化没有打破传统的框架。

但随着近代以来与外界交流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与现代化的冲击则使当地苗族的传统服饰文化发生

不可逆的衰退趋势，传统服饰过去在当地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今也逐渐被现代服饰取代。 

4. 结论 

通过分析威宁龙街镇大寨村当地大花苗服饰文化的变迁历程，我们知道了早期服饰的变迁主要可以

从文化进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当地苗族在唐宋时期迁徙至威宁以后，为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其

服饰应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改变。后期当地苗族服饰的改变与现代化进程则可以从文化传播与涵化的角度

进行分析，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国家政权的主导与政策的影响、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化的冲击，均引

导着当地苗族传统服饰命运的走向。 
综上所述，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与涵化均为导致当地大花苗服饰文化发生变迁的内在原因。其中文

化进化理论偏重于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文化传播与涵化理论则偏重于阐释社会文化环

境在文化变迁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服饰

文化的变迁。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族群在适应其周围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产生的体系，且这个体

系会根据所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进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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